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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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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项目 （项目号ＮＣＥＴ－０９－０４２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号０７ＪＡ７７００１３）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①　关于孝陵的选址时间，明代文献少有记载。现据有关学者考证及有关考古发掘，认为孝陵陵址的筹划

与选定始于洪武二年。（参见王前华：《明孝陵历史与文化价值初探》，《中国明代文化研究·南京专辑》

编委会、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编：《明代文化研究南京专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８

页）洪武十四年开始营建，洪武十五年九月孝慈马皇后葬于孝陵，十六年孝陵殿成，至永乐十一年

（１４１３）朱棣营建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楼为止，前后历时４４年。

② 《明宣宗实录》卷１４，宣德元年二月乙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影印本 （下引 《明

实录》者同），第３７８页。《明史》卷６０ 《礼志十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４７３页。林时对：

《荷牐丛谈》卷１ 《祖陵祀典》，《台湾文献丛刊》第８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８页。

③ 《明实录》多称为懿文陵，如 《明太宗实录》卷８９ （永乐七年三月丙寅，第１１８１页）、 《明英宗实录》

卷１７ （正统元年五月壬申，第３３０页）。此外 《明孝宗实录》、《明武宗实录》、《明世宗实录》和 《明神

宗实录》等也皆如此。称其为 “东陵”的有顾起元 《客座赘语》卷３ 《陵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７０页）。《明神宗实录》卷４７５ “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辛亥”条引刘曰梧的上奏亦称 “东陵”。谈迁

在 《谈氏笔乘·营建》中也说：“懿文太子祔葬于 （孝陵）侧，世称东陵。”沈德符则称其为 “懿文太

子寝园”或 “懿文园”（《万历野获编》卷１ 《园庙缺典》、《陵寝之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

８页）。还有称 “懿文太子灵殿”者，如 《明宪宗实录》卷４７ （成化三年十月丙申，第９７０页）。张瀚

则称为 “懿文皇子墓”（《松窗梦语》卷２ 《东游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３６页）。

④ 《明史》卷６０ 《礼志十四》，第１４７３页。

⑤　张瀚：《松窗梦语》卷７ 《时序纪》，第１３６页。

懿文太子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嫡长子，在明朝开国伊始的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正月即被
册立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病死，同年八月祔葬孝陵东，① 是为 “懿文太子陵”。② 明代
的官书及私家书亦称其陵寝为 “懿文陵”、 “东陵”、 “懿文太子寝园”、 “懿文太子庙”、 “懿文
园”、“懿文皇子墓”等。③ 懿文太子陵紧邻明孝陵，在明代迁都北京以后，南京太常寺掌管对两
陵的维护、管理及祭祀等。

众所周知，孝陵乃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的陵寝，有着无比崇高的政治地位。明制规定，在
祭祀孝陵时，“勋旧大臣行礼，文武官陪祀。若亲王之藩，过京师者谒陵。官员以公事至，入城
者谒陵，出城者辞陵。国有大事，遣官祭告。”④ 甚至 “百官莅任者必往躬谒，永永为例。”⑤ 如
果说明代历朝对孝陵之祭祀，在礼制范围内无论给予怎样高的规制可能都不为过，那么对后世
嗣君陵寝的祭典均应不出其右，最高也应与孝陵规制持平 （明代对在天寿山的其他帝陵之祭，

·８６１·



也是一年三大祭），如正统年间规定，“长陵及太庙，遣官致祭，所由之门与孝陵事体相同，宜

如旧。”① 而懿文太子陵在陵制上虽按帝陵制建造，但其规模和地位均不及明朝诸帝，其子朱允

炆在继承太祖之位四年即被成祖朱棣以 “靖难”之名夺位后，其影响更加大打折扣。再者，明

代自迁都北京后，孝陵之政治影响也不比定都南京时，遑论懿文陵。但让诸多明代礼官和后世

学者不解的是，明朝在对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却远超过对孝陵的祭祀，即孝陵一年行三大祭，

用太牢，余则仅祭以素祭酒果，而懿文太子陵一年却行九大祭。这是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当代学者也没有论及此事。②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对明代懿文太子陵祭祀的学术考察，还可

以通过这个非常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非常之制来管窥明初的政治及明代对皇明祖制、对建文

朝史事的态度。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懿文太子陵祭祀逾制之惑

关于明代历朝对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有几种大同小异的说法。

最早明确记载懿文太子陵祭祀规制的是嘉靖年间做过南北两京吏部尚书的郑晓。他在 《皇

明三礼述》中记述了孝陵和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 “孝陵在南京神烈山，即钟山，设孝陵卫、

孝陵神宫监、孝陵司祭署。清明、中元、冬至太牢，正旦、清明、中元帝后愍忌、圣旦酒果，

勋戚大臣一人奉祀事，国有大事遣大臣祭告……孝陵东有懿文太子陵，祀礼视孝陵，四孟、岁

暮、忌辰加牲焉，署官行事。”③ 郑晓所记的清明、中元祭太牢又祭酒果是矛盾的，与掌南京孝

陵祭祀的太常寺官员及明清两代学者的说法相比，显然有误，应是清明、中元、冬至祭太牢，

而正旦、孟冬、两忌辰和圣旦节祭酒果。郑晓非礼官，他只是忠实地记载了懿文太子陵和孝陵

的祭祀差别，并没有感觉其中有不妥之处。

第一个发觉孝陵与懿文太子陵的陵祭规制有问题的，是万历十八年 （１５９０）任南京太常少

卿的谢杰。他说：“懿文太子，谊则至亲，分则至贵，累朝以来，岁行九祭，祭之之文，咸称御

名。乃仅以祠祭署之，奉祀主之，疏以承尊，贱以承贵，苟非其类，神必吐之，斯何望懿文之

来歆，即至尊之体，亦甚亵矣，乞比照哀冲、庄敬二太子及中山王徐达事例，遣侯伯等官行

礼。”结果礼部议覆，神宗皇帝命 “以后遣南京五府佥书官行礼”。④ 谢杰认为，尽管 “累朝以

来”对懿文太子陵是 “岁行九祭”，但自嘉靖以后，南京太常寺对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与嘉靖

皇帝的两个故太子哀冲和庄敬太子相比，祭祀使臣的级别被降低了，请求比照哀冲、庄敬二太

子及中山王徐达之例，相应提升其规制。这里，谢杰只强调在祭祀故太子陵寝上使臣级别的差

异，要求将在南京的懿文太子陵祭祀使臣的级别提升，并没有指出懿文太子陵一年九祭的规制

不正常，这说明对懿文太子陵一年九祭的祭祀规制已成为传统，司空见惯了。

至万历三十八年，南京太常寺卿刘曰梧再次上疏论及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问题：“臣备员

奉常以祭祀，骏奔钟山，孝陵在焉，一岁凡三大祭，五素祭。东去数百武为东陵。东陵，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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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明史》卷６０ 《礼志十四》，第１４７３页。

此问题曾困扰笔者近二十年。为此笔者曾向很多明史学界的前辈请教过，或没有关注此问题，或直接
说此事不可能，还有怀疑记载有误；也曾问过南京孝陵的有关同志，均不得其解。

郑晓：《皇明三礼述》卷上 《陵寝》，《吾学编》第６３卷，《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史部，第４５册，第６２９—６３０页。
《明神宗实录》卷２２４，万历十八年六月丁丑，第４１５８—４１５９页。



太子寝庙也，一岁凡九大祭，一素祭，视诸陵有加礼，其中似有深意焉。”① 此疏中只是指出了

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规制与孝陵相比有加礼，进而揣测其中定有深意，但并未道明其中的深意者

何，也没有直接发出疑问。事实上，他却对此每有疑惑。顾起元在 《客座赘语》中引刘曰梧之

惑的同时，实际也表达了他对此祭祀规制的疑惑： “正旦祭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
（一、闰五月初十日，无闰用五月；一、八月初十日）行香。中元日祭，万寿圣节日行香。十月

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祀俱百官陪祭，遣守备武臣行礼，今例遣司

香勋臣行礼。懿文陵，正旦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 （四月二十五日），孟秋，中元，

孟冬，冬至，岁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礼，祝文称皇帝御名，谨

遣某官致祭于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懿文陵，人称东陵。孝陵，大祭一岁止三举，余惟行香。

而东陵大祭者九。清卿刘公常言：‘隆杀相悬，不知何故？’”② 这是负责孝陵和懿文太子陵祭祀

的南京太常寺卿的首次发问。太祖陵的祭祀只是一年三大祭，而懿文太子陵却一年九大祭，的

确是隆杀相悬，怎能让人不怀疑个中缘由？

万历四十四年，南京太常寺少卿桂有根在其奏疏中再次提及懿文太子陵与孝陵相比祭祀规

制逾制的问题。 “孝陵，乃奉安我太祖之神，以开万世之鸿庥者，每岁元旦、清明、中元、孟

冬、长至、两忌辰，及万寿圣节祭，共八次，清明、元旦、长至三大祭，文物俱盛，无容议矣。

其余祭礼五次，止用酒果。窃思太常为陵寝而设，每岁有额，设供祭钱粮，乃一年经管祭九十

余坛，各有牲帛品馔与应用祝版，独孝陵之五祭，竟无牲帛祝文陈告于陵寝之前。臣每监视祀

品，心恻然弗宁，且懿文太子陵殿即在孝陵之旁，旧制一年十祭，九次用太牢。”③ 桂有根认为，

作为对开国皇帝太祖的祭典次数少且规格低，与相邻的懿文太子陵相比悬殊之大，因此作为掌

管两陵祭祀的官员，又怎能不 “心恻然弗宁”。

基于这些主掌祭祀官员们的质疑，晚明及清代的史家也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除前引的顾

起元外，沈德符在 《万历野获编》里也明确指出：“列圣陵寝，俱在京师天寿山。其在金陵，唯

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寝园耳。太祖一岁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园则九大祭，不知何故？”④ 明

末清初人潘柽章在读过 《大明会典》的有关记载后也说：“孝陵，每岁正旦、孟冬、忌辰、万寿

圣节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特令勋旧大臣一员行礼。长陵以下并同，是诸陵每

岁大祭仅三，而懿文太子陵大祭凡九，又益以正旦酒果之奠，其轻重疏数，何倒置甚也。有司

相传，不得其解。”⑤ 清人所修 《明史》亦关注了这个现象： “孝陵每岁正旦、孟冬、忌辰、圣

节，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懿文太子陵在孝陵左，四孟、清明、中元、冬至、

岁暮及忌辰，凡九祭。”⑥ 清人徐乾学在 《读礼通考》中引 《南京太常纪》也明指孝陵之祭和懿

文太子陵之祭的不对等。⑦ 因此，明代历朝对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超逾孝陵的现象，不仅是存在

的，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官员及后世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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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神宗实录》卷４７５，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辛亥，第８９６６页。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３ 《陵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７０页。
《明神宗实录》卷５４８，万历四十四年八月癸卯，第１０３７９—１０３８０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１ 《陵寝之祭》，第８页。

潘柽章：《国史考异》卷４，《续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史部，史评类４５２
册，第７５页。
《明史》卷６０ 《礼志十四》，第１４７３页。

徐乾学：《读礼通考》卷９３ 《葬考十二·山陵六》，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４册，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不过，明人对懿文太子陵祭祀逾制的关注，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明朝历代对孝陵行一年三大祭，而对懿文太子陵却一年行九大祭，已经习以为常，

在万历朝以前不是没有人关注此事，只是没有人敢公开说出来罢了。沈德符曾说过：“懿文太子
寝园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
例遣南太常寺属道官为奉祀者行礼。乃哀冲、庄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则遣都督亲臣往祀。向
来人心颇不惬，而无敢言及者。至万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谢杰，始抗章议其非礼。上下部
详议，始改遣南京五府佥书官行礼，似于祀典稍加隆重。而礼之未备者，尚多可商。”① 沈德符
所说的 “向来人心颇不惬，而无敢言及者”，虽指的是后世对懿文太子陵祭祀的礼臣品级比不上
哀冲、庄敬二太子规制，但很显然，哀冲、庄敬二太子没有享受一年九大祭的待遇，这种巨大
的差别，时人却没有注意到，只注意到了懿文太子陵和哀冲、庄敬太子的祭祀官的差别，这从
侧面反映了明代人对懿文太子陵一年九大祭已习以为常了。

其二，关于孝陵和懿文太子陵的祭祀次数。南京太常寺卿刘曰梧和桂有根皆说对孝陵的祭
祀是一年８次，三次大祭，余则素祭酒果，对懿文太子陵是一年１０次，九次大祭，一次酒果，

而同为南京太常寺卿的谢杰却说懿文太子陵之祭为 “岁行九祭”，沈德符、清代的明史馆臣及徐
乾学亦言 “九祭”之说。很显然，孝陵８祭和懿文太子陵１０祭说是不严格的，按礼制也不应是
偶数次祭祀，但刘曰梧和桂有根作为负责两陵祭祀的官员所说之数，实际是指对孝陵的实际祭
祀数，包括对孝慈马皇后祭辰日的祭祀。有关于此，上引顾起元已有明确记载，即八月初十日
孝慈高皇后的祭辰日行香，而对与孝陵相邻的懿文太子陵也一并享祭了，所以才有他们所说的
孝陵８祭和懿文太子陵１０祭的说法。实际上，南京太常寺对孝陵的祭典应是７次，即清明、中
元、冬至三节用太牢礼行大祭，而正旦、孟冬、忌辰、万寿圣节等四日用素祭酒果仅行香，对
于懿文太子陵则是９次，即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孟秋、中元、孟冬、冬至和岁暮九节日，

俱用祝文行大祭礼。尽管在明代的礼制中历来有重庙祀轻陵祀的传统，特别是迁都北京之后，

南京的庙礼废止了，但相比之下，对懿文太子陵的祭祀，无论是陵祭的次数，还是用太牢的情
况，的确隆于孝陵，不能不引起明人及后人的疑惑。

二、懿文太子陵祭祀逾制之原因

既然明人及后人对懿文太子陵祭典逾制提出了疑问，就不可能不尝试着给出解释。明人及
清代学者对懿文太子陵祭祀逾制原因的认识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太祖以全礼爱其子说。此说以桂有根为代表。在前引桂有根万历四十四年的上奏中，

他说：“懿文太子陵殿即在孝陵之旁，旧制一年十祭，九次用太牢。我成祖后仅八祭，又五次不
用祝告牲帛。是太祖当年以全礼爱其子，而今日尊奉祖宗之典，祗以简约为之。”② 此说确断对
故懿文太子行一年九大祭的全礼，是太祖朱元璋爱故太子太甚而特设的，此后历代皆尊奉祖训
不改而沿袭下来，只不过在执祭的过程中简约化了。持类似的看法的还有明末清初的潘柽章，

他也认为懿文太子的陵祭逾制是因为 “太祖之厚于子也”。③ 晚明人顾起元说懿文太子陵一年行
九大祭，是 “洪武中旧礼沿而行之”的结果，④ 虽未明言是太祖因爱其子而给以全礼，但沿袭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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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中的旧礼，也指向此祭礼乃太祖所定。

其二，建文帝初定并加隆说。此说以 《明史》和晚明人沈德符为代表。《明史》言：“建文
初，定孝陵每岁正旦、孟冬、忌辰、圣节，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勋旧大臣行

礼，文武官陪祀。若亲王之藩，过京师者谒陵。官员以公事至，入城者谒陵，出城者辞陵。国
有大事，遣官祭告。懿文太子陵在孝陵左，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及忌辰，凡九祭。”
《明史》之说较为笼统，说孝陵之祭和东陵之祭乃建文初定，不知 《明史》馆臣所说何据。沈德

符言：“太祖一岁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园则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谥兴宗时，加隆祢
庙，有此缛礼。其后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视为寻常故事，亦无一语及之。”① 此处沈氏
因循他人所言，认为是建文君在追谥其父时，对懿文太子的祭典加隆至一年九大祭，甚至超过

太祖之祭。潘柽章之说亦类似，他说是：“惠宗之丰于昵也。”②

其三，懿文太子陵地近孝陵沾祭说。沈德符在 《万历野获编》一书另一处说，“今懿文园近
附孝陵，岁时尚能沾祭”。③

这三种说法到底哪个更接近于事实呢？倒推的逐个论说可能更易于说明。
“沾祭说”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一，即便是懿文园地近孝陵可以沾光，但总不至于对儿

子朱标 （或者说沾光者）的祭典会超过其父太祖之孝陵，亦即沾祭至多是与孝陵之祭礼同，而
不能过之。其二，即使是懿文园能沾到孝陵的光，恐怕在 “靖难”以后，太宗朱棣也不会让懿
文太子陵继续沾孝陵之光，这在后世已经引起质疑，难道太宗当时就不会发现这个问题？何故

有明一代，此逾制之礼能得以长存？其三，明代被册立为皇太子未及继位而亡故者有世宗朝所
立的哀冲、庄敬二太子，他们亡故后并建寝园，岁时遣勋旧戚臣致祭。嘉靖以后，对哀冲、庄
敬二太子的祭礼，虽在次数上不及懿文太子陵，但所遣致祭使的地位均为勋旧戚臣，远比南京

太常官对懿文太子陵的规格要高，直到万历十八年谢杰的抗疏才改正过来，可见，懿文太子陵
近孝陵沾祭的说法不足为道。

建文帝初定并加隆的说法，貌似合理，实则不然。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死后，建文君以皇

太孙嗣皇帝位，当即追谥其父懿文太子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为孝康皇后，

并升祭于太庙。关于懿文太子陵祭礼规制为建文君初定并加隆的说法即源于此。应该说，建文

君追谥其父并袝享宗庙的做法，并不为过，清人秦蕙田认为建文君此举乃 “礼之正也，否则不
父其父而祢其祖，天下岂有无父之人乎。”④ 但建文君对其父的加礼，也只是体现在追谥以及升
祔宗庙而已，并没有将其父的祭礼加隆后人推测的那样一年九大祭。理由很简单，即如果懿文

太子陵的一年九大祭果真是建文帝所加，那么，“靖难”以后，太宗朱棣利用建文改制之名，尽
改建文之政，因此像这样明显可能僭越的规制不可能被朱棣承袭下来。潘柽章也有类似的发问：
“惠宗之丰于昵也，若然，则靖难之初，岂宜因而不革，使孝陵祀典反薄于东陵乎”。⑤ 事实上，

据文献记载，朱棣到达南京后，立即遣其弟安王朱楹祭告懿文太子陵，将早先由建文君升祭于
太庙的 “兴宗”主位迁至懿文太子陵。此时又有迎合之礼臣考之古典，认为 “于礼未安”，成祖
“遂命以主置陵园，仍旧谥号曰懿文皇太子，岁时致祭如常仪”。⑥ 很显然， “岁时致祭如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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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仪，不可能是由建文君初定并加隆的，当是太祖时定立的。

明人文献中说懿文太子陵一年九大祭是源于太祖以全礼爱其子，虽没有确论，但应该是符

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首先，朱元璋对太子朱标爱之切，所寄予的厚望是历代君王中少有的。明人陈懿典说：“自

三代而降，所以教太子者，未有如高皇帝者也。随事随地，必称述民间疾苦，兴创艰难，以身

为矩范。至以大臣领东宫官，又超轶千古远甚。太子仁心为质，奉教惟谨。然天命有在，竟不

克长世嗣统。高皇识洞天人，讵不知此废彼兴，而立法垂后，示万世则。太子四月薨，九月遂

立建文为皇太孙。呜呼，难言矣！”① 给死去的故太子以特殊的祭典是可能的，而在当时给故太

子的陵制按帝陵规制建造即属此类。

其次，洪武间的诸多礼制虽由翰林院的礼臣制定，但其中损益皆由太祖亲定。“祖宗时，凡

国家礼乐制度，皆命本院儒臣议而行之，咸取自上裁”。 “若晋王妃谢氏丧，秦愍王丧，懿文皇

太子丧，孝慈皇后丧，则专诏本院定议以闻。成穆贵妃薨，诏本院稽古典，定丧服之制……诸

儒所纂 《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书，虽损益古今之宜，然多出自圣意。众莫敢违也”。② 朱

标死于洪武二十五年，太祖亲定太子的谥号及丧礼，并以日易月服齐衰十二日。更有甚者，朱

元璋在为皇太子之服丧当除之日，仍想再为太子服丧，这显然是违反当时礼法的，因此为礼官

所劝阻。③ 太祖辩解说他对太子的这种 “衷心哀悼”是 “切于至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定下给

太子一年九祭的逾制之制也是可能的。

再者，《皇明祖训》规定了后世子孙不可更改必须按祖训行事，这也是 “靖难”以后的明代

诸君仍然执行对懿文太子祭礼而不敢更改的原因。太祖 《皇明祖训》中规定：“凡我子孙，钦承

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

佑于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④ 尽管其中没有明确规定对懿文太子的祭祀典制，但对后世

子孙对各种祭祀需精诚致祭的要求，是有着很强约束力的。 《皇明祖训》中对子孙祭祀的规定

有：“凡祀天地，祭社稷，享宗庙，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故祭祀之时，皆当极其精诚，不

可少有怠慢，其风、云、雷、雨、师、山川等神，亦必敬慎自祭，勿遣官代祀”。 “凡享宗庙，

祭社稷，正祭前四日，午后沐浴更衣，处于斋宫，次日为始，致斋三日行事”。⑤ 这多少可以解

释，在 “靖难”以后，即使朱棣及其后继者对懿文太子的祭典逾制有疑义，也不敢随意废止而

不得不行之的原因了。所以，太宗朱棣将建文帝升祭于太庙的 “兴宗”主位迁于懿文太子陵后，

对懿文太子的祭祀仍是 “岁时致祭如常仪”。此 “常仪”应是太祖因爱太子而定，后世之君又不

敢违背 《祖训》而废止对懿文陵的祭祀。迁都北京以后，每次遣勋贵致祭，不免烦劳且礼重，

遣南京的礼臣代祭也就成了常制。不过，后世嗣皇皆是从懿文太子系转到太宗朱棣系，特别是

朱棣通过 “靖难”的方式夺得皇位，朱棣系的子孙对懿文太子陵的致祭不能尽遵当年之制而略

有减损，也就很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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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后人对懿文太子陵祭礼逾制的原因，清人潘柽章做过解释。他说：

余考东陵九祭，若清明、中元、冬至与诸陵同者，无论矣，惟四孟、岁暮、忌辰六祭，

《会典》既不能明，而国史亦述而未详，议礼之家，未有知其所繇来者也。盖孝康谥号既

废，并罢太庙之祀，以其主置陵园，于是并庙中五大祭于陵祭之中。凡四孟岁暮之加牲，

即所谓岁时致祭，如常仪者也。独是诸陵忌辰，俱用酒果，无牲帛，而东陵何以独厚，则

因诸陵忌辰，已有奉先殿之祭，故陵祭稍杀，而孝康则无之，故有所耑重也。且诸陵岁祀，

俱命勋旧大臣行礼，而东陵则兼掌于祠官，其轻重之间则微有辨矣。虽然，陵祭非古也，

而又并庙中之时祭用之，此礼之变也，若因此而上逮孝陵，以元旦、忌辰、圣节，并同时

祭，名实混乱，其渎已甚，且何以处夫天寿诸陵乎？窃谓孝康谥号既复，自当别立专庙，

祀于南京，而陵园祀典，则以义裁之可也。①

其实，潘柽章将庙祭并入陵祭的解释是说不通的。首先，废懿文太子孝康皇帝谥号、罢太庙之

祀以及将其主位改于其寝园的做法都是在 “靖难”之后，如果当时有将对故太子的庙祭并入陵

祭的规定，如此大事不可能不留下哪怕是只字片语，且后来主管南京两陵祭典的太常寺官员也

不知此事。其次，“靖难”后太宗朱棣对懿文太子祭礼的诸多减法，目的都是为了消减故太子的

影响，进而掩盖他夺建文之位的事实，如果在已废除了对故太子的庙祀后，还将其原祭礼移入

陵祭并重于对太祖之祭，在逻辑上不符，在事实上当时那些迎合太宗之礼臣也不会同意的，特

别是这种移入的礼典已超过对太祖之一年三大祭。第三，潘氏将 “四孟岁暮之加牲”理解成是

太宗要求的 “岁时致祭如常仪”，也是矛盾的。即如果 “四孟岁暮之加牲”真是从庙祭移来的，

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太宗所言是有违逻辑与事实的；如果 “四孟岁暮之加牲”不是由庙祭礼移

来，而是太祖因爱故太子由太祖所定的话，太宗将其视为 “常仪”要求礼官岁时致祭，则是符

合事实的，因为太宗也不敢有违 《祖训》。最后，潘氏将北京天寿山明代诸帝陵的忌辰不用牲帛

与东陵之忌辰用牲帛相比，以凸显东陵之祭独厚，更能说明东陵之祭典高于孝陵、高于后世诸

帝陵是有特殊原因的，因此，它不可能是太宗之 “仁爱宽厚”，只能是因太祖之爱并钦定而后世

诸帝不敢改之故。

三、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所反映的明代政治问题

自永乐以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就一直成为一个问题困扰着明代的礼臣及学者。在永

乐初年，就有礼官认为它 “于礼未安”而倡导更改厘正，② 不过，这时的礼臣认为懿文太子陵陵

祭逾制 “于礼未安”，与其说是出于 “礼”的考虑，不如说是希朱棣之旨或投其所好。此后直至

嘉靖中，掌管懿文太子陵陵祭的南京太常寺臣一直以其属道官奉祀懿文太子陵，是礼遇过低而
“心颇不惬”，但无敢言及，③ 直到万历十八年南京太常寺少卿谢杰的抗疏并得到万历皇帝的认可

后，奉祀官官品过低之事才得以厘改。此后，关于懿文太子陵陵祭的问题遂不断为礼臣及当时

学者议及。

对于明朝人来说，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为大多数的常人所忽视或不知，它应是一个非常事

件，由此引起的祭祀典制的变化也应属非常之制，却常为礼官所提起、学者们或好奇，或疑惑，

·４７１·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潘柽章：《国史考异》卷４，《续四库全书》本，史部，史评类４５２册，第７６页。
《明太宗实录》卷９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戊寅，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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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抗争。这在永乐朝以后的明代历史上其实是个两难的问题，即懿文太子陵的陵祭规制，与其
相邻的孝陵相比，明显是逾制的，应该厘改———或对其加以减杀，或隆礼于孝陵。但自成祖本
人至后世嗣君，既没有减杀懿文太子陵的祭礼，也没有加隆孝陵之祭典，而是皆按其原制行之，

显得不可理解。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与明代政治中的诸多问题是相关联的，如永乐初的改建
文之政、对 《皇明祖训》的遵循与执行、明朝人对建文朝史事的认识等，它也是非常制对常制
产生深刻影响的典型例证。

“靖难”以后，成祖在大肆诛杀建文朝臣的同时，以复祖制为名，尽改建文之政。所谓 “五
府六部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① 此前建文帝加给其父懿文太子的尊号
及祀典，也一并被停止并复其洪武中的旧号、旧典。很显然，这与改建文之政的做法，形似而
质异，改建文之政是为了政治上证明他举 “靖难”之师的正当性，而去建文帝加于其父懿文太
子的尊号和祭典，则完全是为了消除懿文太子和建文帝一系的政治影响。与之类似的还有，就
是成祖对懿文太子几个已成年子嗣的处理。除建文帝之外，懿文太子的几个子嗣均不得善终。

长女江都公主，初称江都郡主，洪武二十七年下嫁长兴侯炳文之子耿璿，建文元年加封公主。
“靖难”中，耿炳文伐燕，耿璿尝劝直捣北平。永乐初，耿璿称疾不出，坐罪死。公主亦降为郡
主，永乐元年三月以忧卒。② 江都郡主因何忧而卒是不言自明的。懿文太子第四子瓯宁王允 ，

建文中封徐王，成祖即位后改封敷惠王，永乐二年，再改为瓯宁王，以奉懿文之祀。《明太宗实
录》记 “王聪慧端谨，上素爱之，未遣之国，忽夜邸第不戒于火，王惊仆地，久而始苏，上命
医亟视之，竟成疾而薨。时年十六，上深悼之，赐祭谥哀简云”。③ “上素爱之”的说法充满着谎
言，既已封为瓯宁王又何不之国？其实瓯宁王之死的真正原因应是他 “聪慧端谨”及时年已１６
岁，对成祖来说无疑是个实在的威胁。此后是永乐十五年懿文太子的第四女，和已经被废为庶
人的懿文太子第三子允熥先后死去，尽管成祖都命以礼葬之，但仍不能掩盖他除之而后快的动
机。因此，永乐初年，如果考虑到成祖对被他认为是已被大火烧死的建文帝的种种低调处理看
（除其年号、不祭园陵等），以及对懿文太子诸子嗣的灭杀，尽可能地消除懿文太子与建文帝的
影响，应是符合逻辑以及永乐初年实际政治的。对懿文太子陵及建文帝一系在礼制方面的任何
减杀，都可以在复太祖旧制的大背景下瞒天过海而不留痕迹，但他仍不减或不敢减懿文太子的
陵祭典礼，似乎确有深意。

与此类似的，还有历朝对懿文太子陵寝的不断修缮。与永乐朝不断抹杀懿文太子和建文帝
影响相反的是，自永乐七年始，历代都对懿文太子陵不断地修缮。无论怎么说，懿文太子陵与
孝陵并列在一起，且每年享九大祭的祭典，对于通过 “靖难”之役而夺得皇位的成祖来说，其
潜在的政治意义都是非常明显的，人们都会由此想起在明朝人认为是逊国在外的建文帝。明代
对懿文太子陵的修缮情况如下。

永乐七年三月，修大祀坛、孝陵并懿文陵、山川坛之神厨库及祭品。④

永乐十一年四月，修南郊天祀殿，日月星辰等坛、并斋宫及懿文陵、历代帝皇殿。⑤

永乐十四年四月，修大祀坛及神乐观、山川坛、懿文陵。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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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卷９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第１３６页。
《明太宗实录》卷１８，永乐元年三月乙酉，第３２１页。《明史》卷１２１ 《江都公主传》，第３６６８页。
《明太宗实录》卷６２，永乐四年十二月辛亥，第８９７页。
《明太宗实录》卷８９，永乐七年三月丙寅，第１１８１页。
《明太宗实录》卷１３９，永乐十一年夏四月甲寅，第１６７３页。
《明太宗实录》卷１７５，永乐十四年夏四月壬申，第１９１９页。



永乐二十二年六月，修南京天地坛大祀殿、山川坛正殿、懿文陵神厨库房。①

正统十一年八月，南京太常寺言懿文太子陵损敝，英宗皇帝命南京工部修孝陵、懿文

陵祭器。②

天顺二年三月，南京守备太监周礼奏报：二月九日暴风，拔孝陵松树及懿文陵灵殿等

处兽眷，梁柱多脱落损坏。英宗皇帝遂命驸马都尉焦敬往祭告修理。③

天顺四年三月，英宗皇帝又命修孝陵及懿文陵祭器案卓。④

成化三年十月，宪宗皇帝命南京工部修孝陵殿及懿文太子灵殿。⑤

正德五年三月，武宗皇帝命南京内官监太监董文、永顺伯薛勋、工部尚书俞俊督修孝

陵明楼及懿文灵殿。⑥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世宗皇帝下诏，修理孝陵具服殿、灵星门、金水桥及懿文陵

香殿。⑦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明实录》记载，从嘉靖十一年 （１５３２）以后直至明末，明朝对孝陵

的修缮共有１６次。在这１６次中，《实录》都没有提及修孝陵时是否对懿文太子陵也一并修葺，

但可以肯定地说，对懿文太子陵的修葺也是一并进行的。因为上引对懿文太子陵的修葺大多是

和孝陵一并进行的，单独修缮的次数较少，可以推测后世对两陵的修葺是一并进行的。此外，

在万历时张瀚游历南京拜谒孝陵时，还看见 “懿文皇子墓，亦朱门深锁，不能至也”，⑧ 不见懿

文陵有败落之象，也说明懿文太子的陵寝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再者，永乐中，总共对懿文太子

陵进行了４次修葺活动，如果说，永乐以后历朝对懿文陵的修缮是前朝修缮活动的延续的话，

那么，永乐中的４次修葺也应该是有深意的。

深意者何？主掌两陵祭祀的南京太常寺少卿刘曰梧也曾有类似之惑：“东陵，懿文太子寝庙

也，一岁凡九大祭，一素祭，视诸陵有加礼，其中似有深意焉”。⑨ 明人沈德符也将明代历朝对

懿文太子陵的祭祀视为 “列圣相承，善体文皇意中之事”。瑏瑠 明代的礼臣和史家似乎从中读出了

什么。那么，太宗文皇帝为何要对懿文太子陵保持如此的祭祀规制呢，明代列圣所体文皇意中

之事又是什么呢？

如前述，懿文太子陵的祭祀礼制是由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即为祖制，洪武二十八年又最

后厘定的 《皇明祖训》，特别是其中的关于 “严祭祀”的内容，更让后世嗣君在祭祀上不敢有半

点马虎。（尽管在明代中后期，这方面的要求没有得到完全贯彻与执行，请勋臣代祭或废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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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发生）这就使得在永乐初年，尽管太宗朱棣及其礼臣，极尽所能欲去除懿文太子及建文帝

一系的政治影响，但在对懿文太子陵的祭祀方面，仍是保持着在当时及后世看来对于孝陵来说

都显得是逾制的一年九大祭的典制。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欲去而不能，很显然，祖制与 《祖

训》的影响至关重要。当然，朱棣还有更深的政治隐意，即他要表现对祖制和 《祖训》的绝对

遵从，以彰显他 “靖难”的正当，并应和 “靖难”前清君侧、复祖制的口号。这是朱棣要遵循
“祖训”而对懿文太子陵祭不加废除的真正原因。为此，清人谈迁说得比较直接： “出帝有茹肝

涉血之嫌，其追废庶人宜也。孝康皇帝夙谊不薄，即被一虚号于在天，亦何溢之有？必曰悉遵

先命，则燕之不为燕也。高皇帝亦曷能禁之。”①

与此类似而不同的是，明代人对云奇墓的祭祀。云奇，洪武初年守西华门的内使，洪武十

三年，云奇奏报胡惟庸谋逆，遂 “走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崒，舌 不能达意”，朱元璋

怒其不敬，为左右捶毙。待胡惟庸案发，朱元璋遂追悼云奇 “死非罪，忠弗白，宜申恤典，遂

赠某监左少监，赐葬兹地 （太平门外，钟山西———引者注），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给六人供岁时

洒扫役”。直至嘉靖四年， “守备南京太监高公、王公等，感云奇忠义，复请于朝，追加今赠
（司礼监太监———引者注），致谕祭焉”。② 区区一宦官有恩于朝，朱元璋遂赐葬并命有司春秋致

祭，并为后世一直遵循，更何况是朱元璋深爱的太子。

再者，太宗朱棣不能不顾及懿文太子的政治影响和太祖高皇帝的 “在天之灵”。尽管懿文太

子及建文帝的政治影响在靖难之役以后被消除了很多，但懿文太子在太祖时庇护违法诸王的仁

慈天性，当时健在的诸王不能不记在心中；而时为燕王的朱棣是否也有违法行为，是否也为懿

文太子救护过，由于洪武、建文间凡不利朱棣的史事皆在永乐初年被湮灭了，至今已无法得知。

而懿文太子佐太祖处理国事的才能，对当时和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可以从方孝孺挽懿文太子

的诗中反映一二。

第一首：盛德闻中夏，黎民望彼苍。少留临宇宙，未必愧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后

世光。神游思下土，经国意难忘。

第六首：懿文光典册，善美过昭明。历数归元子，哀荣慰圣情。神灵游帝所，陵寝镇

天京。公论当时定，千秋有颂声。

第十首：斥土开瑶殿，因山近翠微。神舆离鹤禁，天泪湿龙衣。日月还丹阙，风云送

六飞，太平皇业固，清庙咏光辉。③

如果说，太宗朱棣无需顾及懿文太子政治影响的话，那么，懿文太子陵和孝陵相邻，对懿文太

子陵的祭祀任何减杀或稍有不恭，都可能让太祖的 “在天之灵”不安。虽然没有直接的关于太

宗朱棣这方面顾虑的记载，但礼臣们的分析也不是无源之水。 “夫祖父子子孙，未有不亲爱者，

亲爱之未有不顾复而怜恤者，高皇帝当享祀之日，宁不在盻东陵而念懿文太子之或怨恫否？又

宁不因东陵而念建文召之不血食否？岂惟高皇帝？抑亦文皇帝所不忍也。”④ 与此相关，它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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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为何在明代对孝陵进行维护与修葺时一并修葺懿文太子陵的原因了。

最后，明代人对懿文太子陵祭典逾制的不断关注，还与明人浓厚的恢复建文朝史事以及给

予建文帝一定祭典的情结相关联，尽管这种关联不是十分直接。晚明人沈德符曾说过：“懿文园
在孝陵之东，至今称为东陵。想当日追崇尊号，必追上陵名，既经革除，遂不可考。而人之称

陵如故，则建文之泽，犹在人心也。”① 沈德符将明人对懿文太子陵祭礼的关注与建文之泽相联

系，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明中叶以后廷臣不断地要求恢复建文年号、建文朝史事以及
给予建文朝君臣相应的祭祀礼才是真正的原因。

明代人对恢复建文朝被湮灭的史事的热情，在中国历史上，与之类似的情况还是少见的。

“靖难之役”后，在朱棣及其臣僚的共同 “努力”下，建文帝统治四年的历史被湮没了：建文年
号被附于洪武之后，在两次重修的 《太祖实录》中，凡有碍于己及建文四年的德政尽被删改，

永乐初年修纂的 《奉天靖难记》等书更是彻底抹黑了建文四年的统治，史臣亦不记建文事，“遂

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仁宗当政后
放松对建文帝死难忠臣家属和姻亲的管制始，③ 到英宗天顺初年释放建庶人后，④ 明代的官方和

私人开始渐渐地敢于论及恢复建文朝史事了，⑤ 直到万历年间，因朝野不断地奏请，朝廷准允恢
复建文年号，使得明代社会中恢复建文朝史事的实践以及建议给建文朝君臣相应的祭祀礼制的

要求达于高潮。

在这些奏请中，较早地将建文朝史事的恢复与懿文太子陵的祭祀相联系的是弘治年间的浙
江布衣缪恭。他伏阙上书，请复建文时故号，爵其后裔，以奉祀懿文太子祭祀。⑥万历中这样的

奏请遂连绵不绝。万历十八年南京太常寺少卿谢杰抗疏懿文太子陵的祭祀使节品级过低，要求

加隆。二十九年通政使沈子木建言 “建文祀典不宜久湮”，借此礼部奏请 “建文皇帝祀典久湮，

请于懿文太子庙侧，别立一庙，四时致祭，不报”。⑦ 一年以后，礼部覆沈子木议说 “靖难”以

后，“明统顺易世之后，祀典杳然，盖繇当时诸臣，徒见建文逊国之迹，而未能推体成祖文皇帝

之本心也……靖难诸臣欲甚建文之罪，以彰南伐之功，而在成祖则未有显斥建文之明旨，彼时
典礼既失，奏闻相沿，遂成忌讳，不知天下高皇之天下也，正朔高皇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

非两敌，代邸天授，少帝何尤。请于懿文太子庙侧，别立一庙，四时致祭，庶高皇在天之灵可
安，而成祖盛德益光，本心益明，其益于圣孝大矣”。⑧ 这是礼部以官方的正式回复，但没有结

果。万历四十四年，南京太常寺少卿刘曰梧上疏，指出懿文太子陵一年九大祭，高出孝陵礼制，

似有深意，乞请 “敕下该 （礼）部集廷臣会议，建文君应否追崇尊谥？增立庙祀？复其年号？

封表山陵？用补一代缺典。如以太庙难于议祔，山陵年远难稽，则请别立一庙，岁时享祀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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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准先科臣万象春议，祔主于懿文太子之庙一体致祭，而于懿文太子仍还其已崇之旧号。”以此
来慰太祖在天之灵，安成祖之心。① 万历四十八年，南京太常寺少卿桂有根基于懿文太子陵一年
九大祭，而孝陵只三大祭，再次奏请提升孝陵祭祀等制为 “元旦、孟冬、两忌辰与圣节赡拜之
际，俱用太牢”。此奏请以 “祝帛一切祭品，本寺以岁入钱粮备办，不必加派”为前提，最后得
到神宗的准允。② 至此，孝陵与懿文太子陵的祭祀等制才相同。其实，此时即便是孝陵与懿文太
子陵均享一年九大祭的典制，相对而言，懿文太子陵的陵祭礼还是比较高的。天启四年
（１６２４），南京户科给事中欧阳调律言： “臣备员南垣，数趋陵庙，及望东陵，爽若有失。夫建
（当为 “懿”———引者注）文太子庙貌宛然，岁九祭，而建文生为帝王，殁无谥号，既不得入祔
太庙，又不得别享一祠，封墓莫识，魂魄安依，二祖列宗必有不安……乞敕廷议，毅然举行，

成一代之美。”③ 结果仍是没有得到熹宗皇帝的准允。

应该说，这些奏请都是基于对建文朝史事的恢复以及给予建文君臣相应的祭礼而提出的，

但它无不让当时的礼官或学者关注懿文太子陵的陵祭问题，遂使这个在明代很长时间内见怪不
怪的非常之制得以为后世学者所关注与讨论。当然，明朝灭亡以后，南京的福王小朝廷在祭拜
孝陵时，福王以皇帝的身份亲自展拜懿文太子陵，被时人称为 “实为三百年来未有盛事”，并为
此奏请小朝廷厘正懿文故号与祀典，还赋予这样的要求以很高的意义：“若此举告成，千秋万世
之下，必传为美谈。”④ 其实，这样的想法到了清朝以后，已是很少有人这样认为了。

〔作者王剑，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责任编辑：路育松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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